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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常被视为外部压力与本土回应

的简单博弈， 但这一视角难以解释相似的改革压力为何会产生差异化

的制度路径。 分析表明， 制度变迁并非简单对抗的过程， 而是国际规

范、 本土能力与国内博弈三者互动的结果。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 国家

精英并非被动接受或拒绝外部规范， 而是通过运用兼具模糊性与韧性

的中间性制度安排进行策略性嫁接， 从而形成独特的混合型治理模

式。 通过对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演化过程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

其制度演化经历了协商调试、 形式采纳、 选择性内嵌与自主调试四个

阶段的动态迁移， 而作为核心中间性制度安排的津贴制度则依次扮演

了动员器、 缓冲器、 转换器与平衡器四重角色。 这一演化路径对国家

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行政激励的周期性波动、
政策执行中表层合规与深层自主并存的双轨逻辑， 以及技术进步与结

构稳定并存的非均衡现代化特征。 这些发现的核心启示在于， 适应性

治理与混合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内在逻

辑， 因此理解并尊重真实的本土制度运作机制， 是构建更有效的国际

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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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发展格局经历深刻调整的背景下， 中非合作重心正从双边互助转向治

理协同。① 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内， 中国作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投资

方， 如何与非洲伙伴共同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成为一项关键议题。② 当前面临的挑

战是， 投资项目因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而难以充分发挥全部效益， 而治理能力不

足又反过来影响项目可持续性。 这种矛盾的直接原因是非洲国家治理能力不足，
但更深层的根源在于其长期制度变迁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张力。③ 这种张力体现

为， 在不同历史阶段非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始终面临来自内外多重行动者的复杂博

弈。④ 因此， 当前非洲国家治理能力的某些失衡状态是殖民遗产、 外部改革逻辑

与本土政治实践三者长期交织互动的历史产物。⑤

既有研究通常采用 “国际干预—本土自主” 的二元框架来解释非洲国家的

制度演化。 这类分析一方面强调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通过结构调整计划或善治倡

议对非洲国家治理体系施加影响， 认为这可能弱化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⑥ 另

一方面则聚焦非洲国家在采纳外部制度时的选择性回应与战略性调适。⑦ 这一分

析框架虽然揭示了内外因素的互动， 但可能高估了国际制度规范的单向塑造能

力， 同时低估了国家治理主体的制度吸纳与转换能力， 于是导致该框架难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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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当面临相似的改革压力时， 不同国家为何呈现出差异化的制度演化路径。 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表现出形式主义特征， 即国际规范与本土实践之间存在

张力， 最终形成形式层面的变革与实质性延续并存的状态。①

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是观察上述制度互动过程的合适案例。 薪酬制

度是连接国家治理能力与行政激励机制的关键环节， 也因此成为国际改革理念与

国家治理实践交汇的典型领域。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坦桑尼亚在全球公共部

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启动薪酬制度改革， 其演化路径从低薪加津贴补偿模式， 过

渡到结构调整时期的绩效工资试点， 再到近年来推行透明化改革， 始终体现出该

国寻求在国际规范压力与本土主体调适之间的平衡。 然而， 现有研究多侧重对改

革历史的描述， 尚未深入揭示制度变革背后的动力机制。② 坦桑尼亚为何能在持

续的外部压力下维持一定的制度韧性， 同时又在激励机制和治理能力提升方面遭

遇瓶颈， 这些问题仍需深入解释。

复合权力结构的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多采用 “国际干预—本土自主” 的二元框架解释非洲国家制度变

迁， 但这一框架难以解释相似外部压力下出现制度差异化结果。 为回应此局限，
本部分旨在构建一个侧重于分析动态过程的复合权力结构框架。

（一） 复合权力结构的理论基础

对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研究存在结构决定论与能动导向论两种取向。 以约

翰·伊肯伯里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强调宏观制度环境的约

束作用，③ 而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 等为代表的能动主义学派

则聚焦微观行动者的策略选择。④ 尽管两类视角均有贡献， 但都未能充分解释为

何制度在相似外部条件下会出现异质性演化。 近年来， 以詹姆斯·马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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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凯瑟琳·席伦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等为代表的整合性视角兴

起， 他们认为制度变迁是外部环境与内部行动者动态互动的结果。① 国内学者也

提出 “观念—行动者—权力结构” 等类似的整合性分析框架。②

历史制度主义是理解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 它强调外部冲击在关键时刻推动

制度进入 “均衡—断裂—再均衡” 的过程， 并形成路径依赖。③ 然而， 该理论对

外部压力如何嵌入内部权力结构的具体机制缺乏充分探讨， 其结构分析也偏静

态。 为弥补这一不足， 本文在整合性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制度性权力理论与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 从国际与国内权力互动的视角构建复合权力结构分析框架，
以深化对制度变迁动态过程的分析。

（二） 复合权力结构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学分析

本文提出的复合权力结构概念， 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由国际组织、 援助机

构等国际治理主体与政府部门、 公务员体系等国家治理主体， 围绕国际制度规范

的传播、 采纳与转译， 所形成的相互嵌套的权力关系结构。 该分析框架旨在刻画

国际制度规范与国家治理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动态互动关系， 包含两个核心维

度： 一是国际制度规范嵌入强度， 指外部行动者对某国制度安排施加影响的强弱

程度； 二是本土制度吸纳能力， 指某国政治及行政体系对外部规范进行选择性接

受、 本土化转译与嵌入式整合的能力。 其中， 本土制度吸纳能力的高低可以进一

步通过改革主导权、 制度转译度与执行自主性三个次级维度的变量来衡量。
将上述两个核心维度进行组合， 可识别出四种类型的复合权力结构。 第一种

是选择性内嵌型 （强嵌入—强吸纳）， 在此结构中外部规范压力强， 同时本土主

体具备强大的吸纳与转译能力， 能将外部规范与本土实践进行选择性融合， 使制

度变迁呈现嵌入式创新特征。 第二种是形式采纳型 （强嵌入—弱吸纳）， 这种结

构中的本土主体面对强大外部压力时， 能力不足只能被动或机械地接受外部规

范， 导致制度变迁多停留于表层， 呈现形式主义特征。 第三种是协商调适型 （弱
嵌入—强吸纳）， 其特征在于外部压力较弱， 本土主体掌握改革主导权， 能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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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身需求以自主渐进的方式推动制度变迁。 最后一种是结构惰性型 （弱嵌入—
弱吸纳）， 表现为外部推动力与内部吸纳能力均弱， 导致制度变迁缺乏有效动力，
改革议程易陷入停滞或被频繁中断。

图 １　 复合权力结构类型学划分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相较于侧重路径依赖的传统制度主义观点， 本分析框架更强调制度演化路径

的可变性。 该框架将制度变迁理解为 “嵌入—吸纳—重构” 的动态循环过程，
并认为国家并非被锁定在单一路径之上， 而是能够根据内外条件变化， 在上述四

种类型之间进行动态转换。 这一视角旨在为分析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制度演化过程

提供动态解释工具。

制度的动态演化： 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改革的四个阶段

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演化历程反映了国际制度规范与本土政治逻辑的

复杂互动， 呈现出制度在不同复合权力结构类型之间动态迁移的特征。 这一过程

并非线性发展， 而是基于内外环境变化， 在自主塑造、 被动适应、 选择性融合与

再自主化之间进行转换。 作为薪酬体系中最具弹性的部分， 津贴在每个阶段都扮

演核心角色， 它时而是国家建构的工具， 时而是抵御外部压力的缓冲器， 时而又

是本土精英进行制度转译的转换器。

（一） 协商调试阶段： 国家建构与作为治理工具的津贴 （１９６１—１９７９）

独立初期的坦桑尼亚面临国家建构的核心任务， 即如何将新生政权的权威延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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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广袤的国土之上？ 在这一压倒性的政治议程面前， 公务员薪酬制度的设计首

要考虑的并非经济理性， 而是如何服务于政治整合。 当时， 尽管存在诸如麦肯锡

公司 １９７２ 年报告等外部技术建议，① 但是坦桑尼亚作为新兴主权国家， 享有较大

的政策自主空间， 国际规范的嵌入极为微弱。 这种高本土吸纳、 弱外部嵌入的组

合， 使坦桑尼亚得以进行高度自主的制度探索， 从而形成典型的协商调试型权力

结构。
在此背景下， 政府创造性地设计了以低薪为基础、 以津贴为主要补偿的模

式。 这一选择基于深刻的政治计算： 低固定薪资可以控制国家有限的财政支出，
而灵活的津贴则成为一种成本效益比极高的治理工具。 例如， 在推行乌贾马社会

主义和村庄化改革时， 正是通过发放搬迁、 驻外和夜间工作等各类津贴， 政府才

成功地将城市的技术官僚输送并锚定在基层乡村， 从而建立起现代国家最初的治

理网络。② 此刻津贴成为国家意志的延伸， 是将正式官僚体系与非正式激励相结

合， 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制度创举。 然而， 对津贴的工具性依赖， 也使这种模式从

一开始就深度嵌入坦桑尼亚的政治体系， 并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

（二） 形式采纳阶段： 生存危机与作为缓冲地带的津贴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坦桑尼亚国家自主性因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急剧萎

缩。③ 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救助贷款， 坦桑尼亚政府几乎全盘

接受以结构调整计划为核心的一揽子改革方案。④ 外部力量的性质从政策建议者

转变为规则制定者， 其规范嵌入既是全面的， 也是强制性的。 面对这种局面， 坦

桑尼亚的本土吸纳能力尚显薄弱， 因而失去议程设置权， 只能被动回应。 这就构

成强外部嵌入、 弱本土吸纳的形式采纳型权力结构。
这一结构的核心矛盾在于， 国家精英需要在外部合法性 （即执行结构调整计

划以获得贷款） 与内部政治生存 （即维持庞大的公务员体系稳定） 之间取得平

衡。 直接对抗国际机构或大规模裁撤公务员都等同于政治自杀。 因此， 唯一的策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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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便在于利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之间的缝隙。 津贴这一在协商调适阶段被创

造出来的灵活工具， 此刻被转化为抵御外部压力的缓冲器。 坦桑尼亚政府在形式

上冻结或降低了作为改革焦点的基本工资， 却默许甚至主动推动津贴体系的非正

式膨胀。 世界银行 １９９４ 年报告显示， 在部分岗位津贴总额甚至已达到基本工资

的数倍。① 津贴制度成为影子薪酬体系， 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保障公务员的实际收

入， 从而维持政治稳定， 但坦桑尼亚也付出了治理非正式化和腐败滋生的巨大

代价。②

（三） 选择性内嵌阶段： 能力提升与作为转换机制的津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进入 ２１ 世纪， 随着善治和伙伴关系成为国际援助新范式， 外部压力的强制

性减弱而技术性增强。③ 同时， 坦桑尼亚自身的治理能力， 特别是与国际机构互

动的学习能力显著提升， 国家精英学会了如何运用国际话语和技术工具来实现本

土政治目标。④ 这一时期， 复合权力结构演变为强外部嵌入与强本土吸纳并存的

选择性内嵌型。
强嵌入性体现在坦桑尼亚积极采纳 《公共服务改革计划》 等国际主流改革

框架； 而强吸纳性则体现在它并非全盘接受， 而是进行选择性的制度转译。 津贴

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转换器角色。 例如， 在引入旨在提升考评透明度的开放式绩效

评估与审查系统 （ＯＰＲＡＳ） 时， 坦桑尼亚政府保留各类津贴的灵活发放权， 实

际上削弱了绩效与大部分实际收入的直接联系。⑤ 同时， 通过将部分津贴并入基

本工资， 显著提升了名义薪酬的水平。 例如， 政府基层薪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便已实现大幅增长。⑥ 这既回应了外部对薪酬结构合理化的要求， 也实质性地提

升了公务员待遇。 津贴成为多功能的政策工具， 既能向上争取外部合法性， 也能

向下进行利益分配， 从而在满足外部规范与维持内部稳定之间实现策略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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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主调试阶段： 政治转向与作为重塑对象的津贴 （２０１５ 年至今）

２０１５ 年马古富力总统上台， 标志着坦桑尼亚政治议程根本性转向， 改革驱

动力完全内化。 强人政治与高压反腐议程使国家自主性达到顶峰， 外部规范的

影响力降至最低。 这一时期权力结构呈现出选择性内嵌型与协商调适型之间的

动态切换态势， 反映了国际制度规范嵌入弱化与本土吸纳能力强化的双重

趋势。
这一阶段的独特之处在于， 津贴首次从一个被国家精英用来实现其他目标的

工具转变为被治理和重塑的对象。 马古富力政府清楚地意识到， 失控的津贴体系

是腐败的温床。 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财年的数据显示津贴支出已占工资总额的近一半

时， 政府采取了清理幽灵员工、 严控差旅费等措施，① 试图斩断这条非正式利益

链条。 ２０２１ 年萨米娅·哈桑总统接任后， 则展现出更加成熟的治理手腕， 改革

风格从 “猛药去疴” 转向 “精准调理”。 津贴再次被用作政策工具， 但这一次的

目标是实现内部再平衡。 差异化的薪酬调整精准地反映了这种再平衡努力， 调整

大幅倾斜于低薪岗位。 同时， 与职责挂钩的津贴比例也发生变化， 这体现了从单

纯收入补偿向激励机制的战略转型。

表 １　 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复合权力结构类型

阶段 时间范围 历史背景 类型匹配 核心特征

制度创设与
扩张期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９ 年

国家独立与乌贾
马政策

类 型 ＩＩＩ：
协商调适型

国际制度规范嵌入弱， 本土吸纳强，
主动积极塑造国家制度体系， 津贴工
具化以服务政治目标

危机与结构
调整期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９ 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主导结构调整
政策 （ＳＡＰｓ）

类型 ＩＩ： 形
式采纳型

国际制度规范嵌入强而本土吸纳低，
ＳＡＰｓ 是贷款强制条件， 国际治理主体
被动接受， 机械照搬模板， 执行中策
略性规避

·３８·

① “Ｍａｇｕｆｕｌｉ Ｂ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ｅｎｉ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ｋｅｎｙａ ／ ｎｅｗ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ｍａｇｕｆｕｌｉ － ｂａｎ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ｔｒａｖｅｌｓ － ｆｏｒ － ｓｅｎｉｏｒ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 － １１４３４１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５，２０２５；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Ｍａｇｕｆｕｌｉ Ｂｕｌｌｄｏ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ｓ Ｔｈｉｓ ａｎ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ｕｎｅ
１３，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ｂｌｏｇ􀆰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３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ｍａｇｕｆｕｌｉ －
ｂｕｌｌｄｏｚｅｓ － ｔｈｅ － ｃｉｖｉｌ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ｉｓ － ｔｈｉｓ － ａｎ －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５，２０２５；“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Ｍａｇｕｆｕｌｉ “ ｔｏ Ｓｌａ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Ｓａｌａｒｉｅｓ，”ＢＢＣ，Ｍａｒｃｈ ３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３５９２５４７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５， ２０２５；
Ｒ􀆰 Ｕｋａｎｄａｌａ ａｎｄ Ｊ Ｗ􀆰 Ｇｕｎｉｎｇ，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ＬＶ Ｌｕｋｉｋｏ，Ｃ Ｋｉｌｏｎｚｏ ａｎｄ Ｈ Ｋｉｍｅｌａ，“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Ｓ Ｐｏｓｔ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ｔｉ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ｓ（Ｐｃｃｂ）Ｒｏ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ｇｕｆｕｌｉ’ｓ Ｒｅｇｉ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Ｌａｗ，Ｖｏｌ􀆰 ４，Ｎｏ􀆰 １，２０２０，ｐｐ􀆰 ３２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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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 时间范围 历史背景 类型匹配 核心特征

绩效导向与
形式改革期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公共服务改革计
划 （ ＰＳＲＰ）、 中
期 薪 酬 政 策
（ＭＴＰＰ） 改革

类型 Ｉ： 选
择性嵌入型

国际制度规范嵌入强， 提供持续技术
援助和政策工具； 本土吸纳强， 通过
主导政策设计和工具应用， 保留津贴
自主权

权威重构与
改革回转期

２０１５ 年
至今

马古富力与哈桑
两 任 政 府 政 策
转向

类 型 Ｉ ／ ＩＩＩ
动态切换

国际制度规范嵌入相对较弱， 转为柔
性支持； 本土吸纳较强， 完全自主改
革， 反腐措施本土化， 自主调整薪酬
结构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 ２　 １９６１ 年以来坦桑尼亚政府推行的相关薪酬制度与改革概览

时间 制度 ／ 改革名称 内容 效果

１９７２ 年 行政权力下放
政府职能扩展到基层， 所有地
方政府员工被纳入编制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４ 年

“村庄化” 政策
招聘大量公务员， 并将公务员
从中央调任村庄管理员

扩大政府职能范围， 但
缺乏合理规划， 队伍膨
胀， 执行效率降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结构调整政策
减少政府职能、 裁员、 公务员
撤出生产和商业领域， 并减少
对社会服务干预

减少政府职能和控制预
算方面取得成功， 但加
剧了贫困

１９９０ 年 姆维尼政府的薪酬改革 恢复加薪， 引入多种津贴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９ 年

公务 员 制 度 改 革 计 划
（ＣＳＲＰ）

缩减公务员数量， 优化工资管
理， 并将津贴合并为工资

改革未能完全解决公务
员制度的低效问题， 也
未能显著提升服务质量

１９９９ 年 中期薪酬政策 重设薪酬结构和减少津贴 工资增幅超出预期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公共服务改革计划一期
（ＰＳＲＰ － 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年

公共服务改革计划二期
（ＰＳＲＰ － ２）

引入绩效管理系统和更加分散
的政策制定

整体进展较慢， 依然存
在服务不佳和问责制薄
弱的问题

２０１０ 年至今
公共 服 务 薪 酬 和 激 励
政策

规范公务员薪酬体系， 减少依
赖津贴

２０１５ 年 薪酬削减与改革
禁止高级公务员的海外出差，
公务员薪水上限降低

任期内减少腐败

２０２２ 年
《公共服务 １ 号文件》

《公共服务 ２ 号文件》

全面提升公务员的整体薪酬与
津贴水平

增强对公务员激励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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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权力结构的演化： 机制、 路径与治理意涵

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演化经验揭示， 复合权力结构的变迁并非简单的

线性过程， 而是由外部规范、 本土能力与内部博弈三者相互作用、 共同塑造的动

态路径。 这条演化路径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彻底颠覆正式制度， 而在于改变对津

贴制度的持续依赖及不断重塑其功能。 作为兼具韧性与模糊性的中间性制度安

排， 津贴成为调和内外矛盾、 实现渐进变革的核心机制。 因此， 要理解这一演化

过程， 就必须将宏观层面的力量博弈与津贴这一微观制度工具的作用有机联系起

来考察。

（一） 演化的三重动力： 规范、 能力与博弈

复合权力结构的类型迁移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 而是源于三重核心动力的复

杂互动， 即国际制度规范的性质、 本土制度体系的吸纳能力以及二者间的权力博

弈， 这三重动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强度与样貌。 正是它们之间的动态组

合与力量消长共同塑造了坦桑尼亚薪酬制度曲折而独特的演化路径。
首先， 国际制度规范的性质与嵌入强度是启动并塑造制度变迁的外部变量。

这一因素的演变轨迹在四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 在国家独立初期， 外部影响主

要表现为非强制性的技术咨询， 为本土自主探索预留了巨大空间。 然而，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以结构调整计划为代表的国际规范因附带强制性贷款条件，
构成规训式强力嵌入， 深刻改变了改革议程。 进入 ２１ 世纪， 随着国际援助范式

的转变， 外部影响又演变为以技术援助和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合作式嵌入， 强制性

减弱而协商性增强。 迄今为止， 外部力量进一步转变为被动观察者或技术支持

方。 这种从技术输入到强制规训， 再到合作协商， 最终至柔性支持的变化历程，
构成理解各时期制度变迁模式的重要背景。

其次， 本土制度的吸纳与转译能力是决定制度变迁最终形态的关键内在变

量。 面对外部规范， 坦桑尼亚治理体系展现出一条清晰的学习路径。 在独立初

期， 国家拥有较强的改革主导权， 表现出强大的初始建制能力。 但在结构调整冲

击下， 这种能力显得准备不足， 国家一度沦为被动的政策接受者， 其制度吸纳主

要表现为机械模仿与表层合规。 然而， 正是这一被动经历催生了坦桑尼亚国家精

英的学习效应。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 本土的制度吸纳能力显著提升， 标志是从被动

接受转向主动设计， 国内专家开始主导改革方案的制定， 并发展出将国际理念本

土化的制度转译机制。 及至 ２０１５ 年后， 这种能力达到顶峰， 具体表现为完全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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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自主权和依据国情进行制度创新的自信。
最后， 前述两重动力的互动与消长构成了贯穿始终的国内外权力博弈。 制度

变迁的路径正是这一博弈过程的动态体现。 当外部强制性规范的压力远超本土吸

纳能力时， 结果便是表层顺从与深层抵制并存的形式采纳。 当本土吸纳能力成长

到足以与外部合作式嵌入进行平等对话时， 结果则演变为策略性吸收外部资源以

服务本土目标的选择性内嵌。 而当本土自主意志与能力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时， 制

度便回归至自主调适轨道。 津贴体系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始终是权力博弈中

最核心、 最灵活的筹码。

图 ２　 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制度变迁的复合权力结构演化路径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演化的核心机制： 津贴的四重角色

如果说前述三重动力是驱动制度变迁的结构性力量， 那么津贴制度就是这些

力量在微观层面相互作用、 产生实际效果的核心机制。 津贴之所以能扮演如此关

键的角色， 源于其兼具合法性与灵活性的制度模糊性特征： 它既是官方薪酬的合

法组成部分， 又在发放标准与方式上保留了非正式操作空间。 正是这种制度特性

使其在坦桑尼亚薪酬制度演化的不同阶段， 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
津贴的角色演变反映了复合权力结构的动态迁移过程。 在独立初期， 国家

自主性很强， 津贴在协商调适型结构中扮演了动员器角色。 它成为新生政权扩

展治理网络、 实现政治整合的工具， 通过差异化补偿， 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精准

地投向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和人群， 如激励技术人员下乡。 当国家陷入生存危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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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被迫接受结构调整时， 津贴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在形式采纳型结构下， 它

成为既吸收外部冲击、 又维持内部稳定的缓冲器。 面对外部强制的工资冻结，
津贴这一影子薪酬体系的非正式膨胀构成本土精英唯一的抵御空间， 但也导致

制度扭曲。
随着 ２１ 世纪后本土吸纳能力显著提升， 津贴的角色被再次重塑。 在向选择

性内嵌型结构过渡的阶段， 它被精英用作制度创新的转换器。 津贴将绩效管理等

抽象的国际规范转译为具体的、 符合本土利益格局的分配工具， 从而成功将外部

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资源， 实现了策略性制度融合。 最终在 ２０１５ 年以后国家完

全掌握改革主导权的自主调适阶段， 津贴的政治使命基本完成， 其角色也逐渐去

政治化， 变为更加技术性的平衡器。 政府通过对其内部结构的精细化调整， 如提

升职责性津贴比例， 在不改变整体框架的前提下， 实现了激励重心的战略转移与

内部治理的动态均衡。
这四重角色的演变表明， 津贴并非被动的政策变量， 而是能动的、 充满策略

性的制度工具与场域。 它在看似不可调和的国际规范与本土实践之间提供了必要

的缓冲、 协商与转化空间。 在复合权力结构下，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并非通过

正式制度的激进断裂或简单复制来实现， 而是高度依赖于这类中间性制度安排的

韧性与演化。 正是这些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国家实现渐进

式、 适应性变革最重要的微观基础。

（三） 演化的治理意涵： 对国家能力、 政策执行与现代化探索的影响

这种由三重动力驱动、 以津贴为核心机制的演化路径， 不仅塑造了薪酬制度

本身， 而且对坦桑尼亚国家治理模式与能力产生了持久的塑造效应， 其意涵体现

在三个层面。
首先， 在行政能力层面， 复合权力结构的动态迁移导致激励机制的周期性震

荡与效能波动。 坦桑尼亚的行政激励体系未曾稳定地朝着某一固定模式演进， 而

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间摇摆。 它时而呈现为服务于政治动员的工具， 时而转

化为侵蚀行政效能的寻租渠道， 时而部分转向技术官僚式的绩效激励， 时而又回

归到强力管控与再平衡轨道。 这种持续重构与摇摆使国家行政能力的积累呈现出

非线性的波动特征， 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和持续的效能提升。
其次， 在政策执行层面， 演化过程塑造了表层合规与深层自主并存的双轨逻

辑。 面对持续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内外压力， 坦桑尼亚治理体系发展出独特

的适应性策略。 在政策的文本层面， 坦桑尼亚积极向国际规范看齐， 采纳如公共

服务改革计划等现代化制度框架， 以获取外部合法性与资源。 但在政策的实践层

面， 则通过运用津贴等具有模糊性特征的制度工具， 保留了对核心资源的分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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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执行的自主调适空间。 这种双轨执行模式是复合权力结构下弱势国家为维

持生存与发展而演化出的理性策略， 但也进一步固化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之

间的张力。
最后， 在治理现代化层面， 这一演化路径展现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非均

衡性特征。 一方面， 持续的外部互动确实推动了坦桑尼亚治理技术的现代化， 例

如工资信息管理系统、 中期支出框架等工具的引入， 提升了公共管理的规范化水

平； 另一方面， 对作为核心机制的津贴制度所形成的强大路径依赖， 则限制了更

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几乎所有改革都只能是对津贴体系的增量调整， 而难以进行

根本性重构。 这种技术层面的创新与制度核心的稳定并存现象， 揭示了坦桑尼亚

正在探索一条独特的、 在持续互动中不断调适的混合型治理道路， 而非简单复刻

某种外来模式。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坦桑尼亚公务员薪酬制度深入考察， 构建了复合权力结构分析框

架。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 而是在四

种权力结构类型之间动态演化。 在坦桑尼亚案例中， 津贴制度是理解制度演化过

程的关键变量。 津贴的功能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而相应地发生改变： 它初期是帮

助国家建设的动员工具， 之后是在外部压力下保护内部稳定的缓冲机制， 接着成

为融合外部规范与本土实践的转换机制， 最后演变成实现内部治理平衡的调节手

段。 这种制度安排， 实际上是特定国家在复杂环境中为维持稳定和推动渐进改革

而逐步形成的务实策略。
坦桑尼亚的经验为理解该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视角。 它的

现代化路径特征在于并非全盘照搬外来模式， 而是将新旧制度进行务实组合与嫁

接。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所面临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 它需要采纳国

际通行的绩效管理等现代改革形式， 以获取外部世界的认可与资源； 另一方面，
它又必须回应并维护由历史形成的、 以津贴为核心的本土利益分配格局， 以确保

政治稳定。 因此， 坦桑尼亚的治理精英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治理模式， 而津贴

制度正是让这一模式得以运转的关键所在。 它作为灵活的政策工具， 成功地调和

了外部规范化要求与内部现实需求之间的长期矛盾。
坦桑尼亚的制度演化路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许多非

洲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均面临相似的结构性挑战： 它们继承了现代国家的正式制度

框架， 但在实际运行中又深受本土社会中非正式的、 基于人际关系的权力逻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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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因此， 在这些国家中可以看到类似津贴制度的安排， 即一种介于正式规则与

非正式做法之间的中间性制度地带。 这些安排是理解非洲国家治理韧性的关键所

在， 它们既是国家精英进行资源分配、 维持政治联盟的工具， 也是整个官僚体系

在资源匮乏时保持运转的润滑剂。 本文的分析框架识别了外部嵌入与本土吸纳这

一核心矛盾， 因而也为分析其他非洲国家如何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具有解释

力的分析工具。
坦桑尼亚的案例也为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探索提供了更具普遍性意义

的启示。 这些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外部世界倡导的标准化治理规则， 与

自身复杂的、 由历史所决定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 解决这一问

题的关键往往在于那些看似不规范的中间性制度安排。 这些充满弹性的制度是发

展中国家应对外部压力、 调整内部关系的真实运作方式。 因此， 对于外部合作方

而言， 有效合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推广普适性制度方案的层面， 更需要深入地识别

和理解真实的本土制度运作逻辑。 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 这或许是建立更

有效、 更平等的国际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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